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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
“双刃剑”效应*

——基于个体—人际二元情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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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息强，田喜洲

内容提要：优势领导作为一种积极领导方式，指领导发现、运用和发展下属优势的

管理行为。目前关于其正向效应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关于优势领导

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却鲜有研究关注。对此，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本文通过收集三阶段

275 名员工的多源配对数据，从情感机制出发，探究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双

刃剑”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优势领导既会通过个体情感（鼓舞感）正向影响员工知识共

享行为，也会通过人际情感（被嫉妒感）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共享。员工导向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正向调节鼓舞感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被嫉妒感

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优势领导的潜在负向影响，

证实了优势领导并不只是过往研究所认为的单方面促进员工知识共享，还能为综合理

解优势管理提供更为全面的轮廓；依据情感事件理论，从个体和人际二元情感机制出

发，本文研究为优势领导“双刃剑”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突破了过往研究主要依据的认

知或行为机制，对鼓舞感和被嫉妒感的运用也进一步拓展了两者前因与后效研究；关注

到了优势领导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交互作用，弥补了以往研究关于优势领导边界条

件对外部环境作用关注不足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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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早在 1966 年，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述及“优秀的管理者应该以优势为

基础——不管是自身的优势，还是上级、同事及下属的优势”（田喜洲和刘美玲，2017）［1］。无独有

偶，近来 ADPRI 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也再次印证了优势运用的重要性，其在世界各地工作人口中

分层随机取样五万人，结果表明，在工作中能够做自己擅长和强项的事是最能激励员工的要素之

一（Buckingham，2022）［2］。可见，随着优势运动几十年的发展，员工优势管理逐步获得了组织行为

研究者的认可与重视（田喜洲等，2019）［3］。对此，在结合积极心理学和领导理论的基础上，优势领

导应运而生，指领导帮助员工发现、运用和发展其优势的行为（Wang 等，2023）［4］。作为近年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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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的领导方式，现有研究从行为和心理等层面对优势领导的积极作用展开了丰富论证，如

有利于激发员工工作重塑（Wang 等，2024）［5］，提升下属幸福感（Ding 和 Yu，2022）［6］，增进工作投入

（Wang 等，2023）［4］和促进人—职匹配（van Woerkom 等，2024）［7］等。积极性结论有效证实了优势领

导在组织实践中的优越性。然而，总结现有文献发现，目前关于优势领导结果研究仍存在需要完

善的地方：一是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如优势使用），而相对忽视了优势领导

本身具备的社会化过程，导致仅有个别研究探讨了优势领导对员工人际行为的作用，如与同事共

享知识（Liu 等，2024［8］；Matsuo，2024［9］）。二是已有结论几乎都只是看到优势领导的积极面，而忽视

了其可能存在的“双刃剑”影响。其中，领导作为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重要外因（尹奎等，2024）［10］，

以往有研究站在社会交换的角度发现，优势领导会促进下属知识共享（Liu 等，2024）［8］。但值得注

意的是，领导作为组织资源执掌者，对员工不同程度的偏爱和照顾尤为常见，尤其在国内高权力距

离文化背景下，领导管理更易出现偏向性和局域性（Zhang 等，2012）［11］。也就意味着，领导对员工

的优势管理表现出不同程度运用和发展的情境极有可能发生。因此，对于那些获得了高水平优势

管理的员工而言，其收获的更多领导照顾和偏爱可能也会引致其他员工的不满或嫉妒情绪（Ng，
2017）［12］，进而弱化自身与同事关系，减少其积极人际行为，如知识共享（Wang 等，2024）［13］。由此

可见，关于优势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不只是过往所认为的简单正向影响，而

是存在其他解释机制导致优势领导的“双刃剑”作用？

与此同时，整理已有关于优势领导解释机制文献发现，目前主要从行为或认知方面展开，如优

势使用（van Woerkom 等，2024）［7］和组织认同（Wang 和 Ding，2024）［14］等，却忽视了情感要素在其中

的中介作用。从理论而言，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AET）认为，领导行为作为工作中

的典型情感事件会影响员工情绪反应，进而作用于后续态度行为（Weiss 和 Cropanzano，1996）［15］。

同时，在实证上，情感也被证实为传递领导效用的有力路径（Bader 等，2023）［16］，尤其是有研究发

现，员工情感体验是影响其后续知识共享的关键要素，如自豪感的促进作用（Watkins 等，2023）［17］

和被嫉妒感的阻碍作用（Wang 等，2024）［13］。可见，基于 AET 理论，情感可能是解释优势领导对员

工知识共享行为产生双向影响的内在机制。一方面，从个体情感来看，通过发现、运用和发展员工

优势，优势领导可有效促进员工优势使用，提升个体在工作中的鼓舞体验（inspiration）（Ilies 等，

2024）［18］，进而促使他们对工作的认可和强化其表现的动力（Thrash 等，2010）［19］，激发出更多知识

共享行为；另一方面，从人际情感角度而言，同事作为个体工作中接触频繁的群体，与同事的相处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应情感体验（Lin 等，2025）［20］。根据 AET 理论，如果员工获得了领导更高水平

优势支持这类意义事件，在带给自己发展的同时，往往价值内容的拥有是引致同事嫉妒的来源

（Greitemeyer和 Sagioglou，2019）［21］，因此，这极可能引起其他员工不满，从而使经历高水平优势管理

事件的员工在工作中体会到更多的被同事嫉妒感，继而削弱同事之间的情感体验，降低被嫉妒者

共享知识的欲望（Wang 等，2024）［13］。可见，从情感机制出发，可能为优势领导对知识共享行为产

生“双刃剑”影响提供全面解释。

进一步地，AET 理论指出，工作事件引发员工情绪反应的过程会与外部环境产生交互作用

（Volmer，2015）［22］。其中，领导方式作为组织管理中的“软”环境，会受到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硬”制度的影响（Luu，2019）［23］，但遗憾的是，现有关于优势领导边界条件研究却忽视了人力资源

管理实践在其中的作用。近年来，作为一种尊重员工和以员工为核心的组织措施，员工导向的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被发现对高权力距离文化国家（如中国）的员工尤为重要（Lin 等，2020）［24］，表明在

具有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组织中，个体更能体会到被组织公正对待和重视的感受（Lin
等，2020［24］；Shen 和 Zhu，2011［25］），而这种感受既可能会削弱员工被差别对待的担忧，也可能增加员

工对优势领导真实性的关注，进而将优势领导效应趋利避害。综上，本文将依据 AET 理论，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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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际二元情感机制出发，探索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的“双刃剑”影响，并验证员工导向的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文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 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1.优势领导

长期以来，组织对员工的管理几乎都在强调补齐下属的短板（田喜洲等，2019）［3］，实现整体均

衡，出现了诸如“木桶理论”或“取长补短”等系列管理理念。但实际上，补齐短板实现均衡可能并

不是促进员工发展、实现整体效能最佳的方式（Buckingham 和 Coffman，1999）［26］。对此，组织管理

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另一发展思路，即关注个体优势发展（田喜洲等，2019）［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

起，优势运动激发了理论和实践者对工作中优势理论的共同兴趣，使得员工优势管理成为一个重

要且独特的领域（Buckingham，2022）［2］。在此基础上，结合领导学的研究内容，学者提出了优势领

导的概念（Wang 等，2023［4］；Ding 等，2020［27］）。由此，将组织中的优势管理专门纳入到了领导行为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优势领导并非是忽视员工缺点，而是选择将下属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以激

发其最大潜力（van Woerkom 等，2016）［28］。虽然已有领导方式诸如变革型领导、授权型领导和服务

型领导等基本上都提及了注重员工发展和进步的理念，但这些领导方式并未述及促进员工发展或

进步是通过优势发挥还是缺陷弥补，故而这使得优势领导显著区别于其他领导方式（Wang 等，

2023）［4］。作为一种积极领导方式，诸多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

理论等，发现优势领导会通过工作重塑、上下级关系、组织认同等路径给员工带来的广泛影响，包

括降低离职率（Wang 等，2024）［5］、提升工作绩效（Ding 和 Yu，2020）［29］和促进组织公民行为（Wang
和 Ding，2024）［14］等。尤其是近来有学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发现，优势领导通过建立良好的领导—

成员关系，进而有助于激发员工知识共享（Liu 等，2024）［8］。可见，系列积极结果的研究直接说明了

优势领导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价值性（Wang 等，2023［4］；Ding 和 Yu，2022［6］）。

但整理已有关于优势领导的研究发现，其目前仍存在着三个缺陷：一是现有研究几乎都只是

关注到了优势领导的正面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常有”，工作中能获得领导优势支持是员工极度渴望的价值事件（Ding 和 Yu，2022）［6］，尤其是在当

今工作模块化的设计下，特殊化的照顾会给予员工极大的激励。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着工

作场所中的激烈竞争，同事之间会相互比较，因此，特殊化的管理往往也会引起同事嫉妒（Ng，
2017）［12］，因为别人获得了更多可以取得成功的条件，这就使得领导偏爱性的优势照顾是否会对

被关注员工的人际情感体验和人际行为产生影响成为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对此，以往关于优势

189



彭息强，田喜洲　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领导对员工人际行为的探讨（如知识共享）则显得过于单薄，弱化了对其全面性的理解，因为员工

不仅嵌入在自我理解之中，还镶嵌在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之中（贾建锋等，2024）［30］。二是已有研究

主要是从资源保存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视角探究了诸如组织认同、优势使用等认知或行为要素

在优势领导效用中的解释作用，而情感体验作为解释领导方式作用于员工态度行为的重要路径

（Weiss 和 Cropanzano，1996［15］；Bader 等，2023［16］），却鲜有研究探析情感在优势领导中的传递作用，

从而导致未能充分理解员工在优势管理下可能出现的多种情感反应，最终使其表现出不同行为。

实际上，已有研究表明，领导行为对员工的情感唤起是多元且复杂的（贾建锋等，2024）［30］，使得不

同情感刺激下个体后续行为也将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Huai 等，2024）［31］。三是领导效用在一

定组织环境下发挥，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作为组织环境的重要表征，会与领导产生交互作用

（Luu，2019）［23］，但现有研究却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优势领导的边界影响，这导致了环境要

素之间的割裂而限制了对优势领导在实际工作中的效用理解。鉴于此，本文将优势领导研究视角

从个体转移到人际领域，从认知或动机解释转向情感机理，讨论其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双刃

剑”效应。

2.情感事件理论

作为解释组织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AET 理论认为，工作中的事件会影响员工的情感反

应，进而作用于后续行为，形成工作事件→情感反应→工作行为的完整链条（Weiss 和 Cropanzano，
1996）［15］，并且，在此过程中，员工对事件的情感反应还会受到其他工作环境的影响（Volmer，
2015）［22］。工作中的领导行为（吴松等，2023）［32］、同事行为（Lin 等，2025）［20］以及组织实践（Good 等，

2023）［33］等都可以是引起员工情感反应的情感事件。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AET 理论，工作中的情感

事件往往对员工的情感刺激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也就是说，工作场所中的具体事件既可能

会触发个体的积极类情感反应，也可能会激起内心矛盾的情感体验（Cheng 等，2023［34］；樊子立和马

君，2022［35］），并且两种情感反应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同时发生（Lin 等，2025［20］；Huai 等，

2024［31］）。进而，在正向情感的鼓舞下，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或积极工作态度（樊子立

和马君，2022［35］；贾建锋等，2024［30］）；反之，在矛盾情感刺激下，个体主动性会大为降低（Huai 等，

2024）［31］，甚至表现出恶性人际相处，比如，看见同事被授权后体会到的妒忌感会显著增加对他人

的排斥（贾建锋等，2024）［30］。可见，情感反应成为了解释工作事件与员工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重

要路径，使得 AET 理论在过往的研究中被有效地用来探讨情感事件的“双刃剑”效应（Cheng 等，

2023）［34］。加之，AET 理论认为，只有和员工密切相关且符合其价值追求的事件才能更好地激发个

体情感反应（段锦云等，2011）［36］，而关于优势领导的诸多研究表明，优势领导是一个对员工价值实

现非常重要的事件（van Woerkom 等，2024）［7］。可见，其也极有可能影响员工复杂情感体验，因此，

AET 理论非常符合本研究提出的问题。

鉴于 AET 理论在解释个体多元情感反应上的综合性，本文也将从个体和人际情感两个机制

（Huai等，2024）［31］出发，试图解释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的“双刃剑”作用。首先，从人际情感而

言，员工在获得领导高水平优势管理时，拥有的特殊照顾使得此类价值事件往往会导致他们感受

到同事的嫉妒（Ng，2017）［12］，进而降低他们对同事关系的评价和削弱与同事相处的好感，最终选择

拒绝分享知识（Wang 等，2024）［13］。其次，从个体情感角度而言，优势领导有效激发了员工在工作

中的优势发挥和进步（van Woerkom 等，2024）［7］，有助于其获得强烈鼓舞体验（Ilies 等，2024）［18］，进

而提升个人整体工作感受，倾向于对周围环境与人物做出积极评价，促使其更愿意与同事共享知

识以取得共同进步。并且，本文认为，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会作为另一典型工作环境特

征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既会强化优势领导的激励效果，也会弱化员工因管理特殊化而带来的不

公平嫉妒感，进而促使优势领导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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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路径：个体情感“鼓舞感”的中介作用

（1）优势领导与鼓舞感。作为一种典型积极情感，鼓舞感指的是当个体在外部环境的刺激触

发下，体验到的一种追求目标和实现超越的强烈动力和兴奋感，具有激励性、热情、幸福感和兴奋

的感觉，并伴随着开放性和能量感体验（Thrash 和 Elliot，2004）［37］。对此，研究认为，鼓舞感的获得

几乎不能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外部环境的刺激（Lin 等，2025）［20］。其中，领导行为作为工作环境的

关键组成，被证实是激发员工鼓舞感的重要因素（Liu 等，2024）［38］。鉴于此，基于 AET 理论，本文也

认为，优势领导将有助于激发员工内在正向情感体验，使其在工作中获得极大的鼓舞力量。首先，

优势领导能够有效促进员工在工作中使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优势的发挥是员工获得工作鼓舞

感的重要前提（Ilies 等，2024）［18］。同时，促进员工优势的使用也有助于激励下属去探索自己的未

来，找寻自己的优势所在（Cui 等，2022）［39］。在此过程中，有利于个体体会到更高水平的兴奋与幸

福感（Ding 和 Yu，2022）［6］，并激励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想象，使其获得强烈的鼓舞体验（Meyers
和 van Woerkom，2017）［40］。其次，从优势鼓舞的角度而言，个体总是具有强烈动机去实现自己更高

水平的发展（Fasbender 和 Gerpott，2022）［41］。在优势管理下，领导为员工潜力挖掘和能力提升提供

了良好的外部支持性环境（van Woerkom 等，2024）［7］。在此情境中，员工更易感受到强烈的动力和

激励力量来利用领导的优势支持以充分提升和超越自己（Ge 等，2024）［42］。并且，领导对自己优势

的认可和欣赏也为员工提供了强大的鼓舞力量（Wegge 等，2006）［43］，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更为专注，

充满活力与热情，以进一步实现自己新的发展和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Ilies 等，2024）［18］。最后，理

想的工作环境往往会激发个体内在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Good 等，2023）［33］。也就是说，通过将员

工的优势与工作内容相匹配，优势领导使得下属不再是机械地完成工作安排，而是实现了深层次

个人—工作融合（van Woerkom 等，2024）［7］，促进自身价值与效能的最大化，激发他们在工作中的兴

奋感（Ding 和 Yu，2022）［6］和鼓舞体验。同时，来自领导对自身优势的挖掘和发展等干预措施，不仅

能有效提升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激情和沉浸体验（Wang 等，2023［4］；Matsuo，2024［9］），而且还有助于

提升他们对工作环境的积极评价（Ding 和 Yu，2020）［29］，以更为饱满的心情去完成任务（van 
Woerkom 等，2016）［2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优势领导与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的鼓舞感正相关。

（2）鼓舞感与知识共享。在人际行为研究中，知识共享鉴于其对组织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重要

性，其前因研究一直以来就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尹奎等，2024）［10］。作为一种付出行为，知识共

享往往需要个体强烈的内在动力予以支撑，其中，来自积极情感的力量被认为是激发员工分享知

识的重要驱动力（Good 等，2023）［33］。与此同时，作为积极情感的鼓舞感往往也会涉及到传播行为

的激发与引导（Thrash 和 Elliot，2004）［37］。对此，本文进一步认为，员工体验到的鼓舞感会与其知识

共享行为正相关。细言之，根据 AET 理论，个体在工作中的情绪体验会影响他们在周围环境中的

感受和对自身的评价，进而调整自己行为策略（吴松等，2023［32］；段锦云等，2011［36］）。由此可以推

测，当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强烈的鼓舞感时，他们认为周围环境有助于为其提供激励力量和工作

动力，进而在高激活正向情绪刺激下，倾向于对组织和身边同事做出积极评价（王艳子和赵秀秀，

2020）［44］，愿意将自己和他人视为一个集体，促进组织整体发展（Lin 等，2025）［20］，激发其更强的亲

社会倾向，展现出更多的与他人分享信息和合作的行为（刘德鹏等，2024）［45］。并且，来自工作的鼓

舞也直接增加了员工在工作中的正向体验，丰富的情感资源不仅使其更为沉浸于自己的工作，主

动拓展工作职责与范围（Parker 等，2010）［46］，还会使其更多地关注工作中的积极面，降低了他们对

知识共享潜在风险的评估，如丧失竞争力，进而提升与他人进行知识共享的频率。实际上，研究也

表明，受到鼓舞的个体不仅向他人提供直接帮助的意愿更高（Boekhorst等，2024）［47］，其还会将公民

行为视为自己持续获得鼓舞感的力量源（Watkins，2021）［48］。可见，作为公民行为的典型表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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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在鼓舞体验下被激发的可能也大为增加。此外，获得激励与鼓舞的员工往往持有趋近目标导

向，具有强烈的继续发展动力（Thrash 和 Elliot，2004［37］；Hoever 等，2023［49］），因而他们也有可能会为

了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成任务目标而进行知识共享，以换取他人的支持（侯楠等，2018）［50］。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的鼓舞感与知识共享行为正相关。

（3）鼓舞感的中介作用。根据鼓舞感的研究，其主要涉及两个核心过程：受到外部环境刺激下

而体会到的鼓舞感，继而导向鼓舞后的传播行为（Thrash 和 Elliot，2004）［37］。也就是说，工作中的积

极事件可以激励和鼓舞员工（Watkins，2021）［48］，进而在激励体验下表现出更多的未来导向行为

（Liu 等，2024［38］；Hoever 等，2023［49］），这与 AET 理论内涵具有高度一致性。对此，优势领导作为工

作中的积极事件，可以有效地促进员工在工作中发挥自己优势，刺激其内心获得强烈的鼓舞体验

与振奋感（Ilies等，2024）［18］，相信自身在周围人中具有有益价值，提升员工对工作和自我的认可度，

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愿意将这种自我认可的内容与他人进行分享和实现进一步的传播

（Thrash 等，2010［19］；Zou 等，2023［51］）。并且，由 AET 理论内涵可知，来自领导的优势干预和支持，是

员工极为珍视的价值事件（Ding 等，2024）［52］，代表了领导的认可和赞扬（Wang 等，2023）［4］，这对于

员工而言构成了强烈的鼓舞来源（Wegge 等，2006）［43］，有效激发了他们的工作活力与对组织的积极

评价，进而促使其更愿加大对当前组织发展的投资与努力（Lin 等，2025）［20］，如知识共享，以实现整

体效能最佳和继续维持自己获得鼓舞来源的场所。因此，结合假设 H1 和假设 H2，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3：鼓舞感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4.阻碍路径：人际情感“被嫉妒感”的中介作用

（1）优势领导与被嫉妒感。知识共享作为一种典型人际行为，人际情感（被嫉妒感）被认为是

导致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减少的关键因素（Wang 等，2024）［13］，被嫉妒感产生于同事之间在待遇、成

就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比较（Duffy 等，2012［53］；Vecchio，2005［54］）。作为一种人际间的矛盾情感体

验，被嫉妒感在过往研究中被证实是传递工作环境影响效用的重要路径（Ng，2017）［12］，尤其是在解

释领导行为对员工主动性的复杂影响中发挥着关键情感作用（Huai 等，2024）［31］。鉴于此，本文进

一步认为，作为工作环境要素的优势领导也会引致员工的被嫉妒感，进而减少其知识共享行为。

具体来看，优势领导与被嫉妒感之间具有正向关系。首先，从优势领导的价值性来看，正如

《马说》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表明组织中个体的优势被领导发现与运用是一件非常

可贵的幸运事件（Ding 等，2024）［52］，尤其是在机械化工作设计下，对员工优势的运用很难做到真实

匹配。因此，由于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员工经常会争夺有价值的资源，而领导优势支持作为众多员

工努力争取的价值事件，根据 AET 理论，当员工获得了大家渴求的高水平优势管理时，此时更容易

引起同事的不满和敌对（Greitemeyer 和 Sagioglou，2019）［21］，使自己感受到强烈的被嫉妒感，因为当

自己获得管理支持时，这意味着自身分配到了领导更多的注意力，而留给其同事的资源减少（Huai
等，2024）［31］。实际上，在工作中拥有更多的价值资源，如来自领导的优势欣赏与运用，往往是员工

被嫉妒的核心原因之一（Vecchio，2005）［54］。其次，基于优势领导的评价而言，大量研究表明，优势

领导能为员工带来诸多积极结果，不仅有幸福感的提升（Ding 和 Yu，2022）［6］，还有绩效表现（Ding
和 Yu，2020）［29］等，这些都是组织员工看重和取得竞争优势的表征和关键。因此，根据 AET 理论，

当员工经历高水平优势管理事件时，身边同事倾向于将这种管理照顾评价为一种对自己的威胁事

件，因为获得了优势支持意味着该员工具有更多方面的成功（Wang 等，2023［4］；van Woerkom 等，

2024［7］），进而在比较中使获得高水平优势管理的员工感受到更多的被同事嫉妒感。再者，从工作

设计角度来看，员工在高水平优势支持下，领导在进行工作设计时，使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优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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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与运用（Matsuo，2024）［9］，而这种偏向性的工作安排，一是可能遭受到其他同事对管理不公平的

感知，正如“不患寡而患不公”，偏向性管理极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满与嫉妒（Ng，2017［12］；王林琳

等，2021［55］）；二是照顾部分员工的优势发挥，有可能破坏同事原有优势发挥的工作安排。根据

AET 理论，这不仅可能会导致同事原有权利和地位的变化而使其产生强烈的嫉妒和焦灼情绪（Huai
等，2024［31］；Lin 等，2025［20］），还可能造成同事对自己仅有优势的控制权被剥夺，自身工作任务的完

成受到阻碍而致其在工作中对获得支持员工表现出抱怨和敌意（金怡伶等，2024）［56］，最终使拥有

优势管理的员工感受到更多的被同事嫉妒感。最后，从日常工作而言，如果员工获得了高水平的

优势管理，在工作开展时同事会在比较中逐渐发现，几乎每次任务安排总是在照顾一些员工的优

势，使其能在工作中取得卓越表现（Ding 和 Yu，2020）［29］。根据 AET 理论，长此以往，同事就会觉得

获得优势管理员工的成功仅仅是因为领导的特殊照顾和掌握部分特权才拥有，并不能代表其真实

能力，进而在相处中表现出对他（她）的冷嘲热讽或对峙情绪，使获得优势管理的员工感受到身边

同事更多的嫉妒和不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优势领导与员工被嫉妒感正相关。

（2）被嫉妒感与知识共享。进一步地，本文认为，被嫉妒感会减少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首

先，从减少情感损耗的角度来看，感到被嫉妒的员工往往会经历自我损耗，工作精力水平也出现下

降（Mosquera 等，2010）［57］，面对情绪损耗，最直接和最快速的方式则是采用逃避原则，脱离使自己

损耗的人物或事件，减少与他人的心理纠缠（Ye 等，2021）［58］，因而，此时他们更倾向于做出工作回

避行为以应对潜在威胁，降低他们分享知识的频率，避免进一步暴露在嫉妒的同事面前（Xu 等，

2021）［59］。以往研究也证实了，当员工认为自己是被嫉妒的对象时，他们往往会退出具有典型公民

性的知识共享行为（Liu 等，2020）［60］。其次，从同事关系评价分析，由于被认为赢走了他人的成就，

往往被嫉妒的同事在工作中能够感受到其他人的不友好，甚至充满了敌意（Tai 等，2012）［61］，这导

致他们认为自己不受同事待见或喜欢，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极重人情交往的社会环境下，这严重削

弱了同事之间的互动质量和关系（Ye 等，2021）［58］，降低了他们对同事的信任程度，严重削弱人际之

间的交换机制（Deng 和 Wang，2023）［62］，从而减少了自己贡献知识的动力。最后，从追求竞争胜利

而言，员工感知到的强烈被嫉妒感说明组织存在激烈的竞争氛围，同事之间具有你追我赶之势

（Ng，2017［12］；Ye 等，2021［58］），而自身拥有令同事羡慕或渴望的资源（Greitemeyer 和 Sagioglou，
2019）［21］，包括使其具有优越性和比较优势的知识或工作经验等。根据 AET 理论，此时感知到被嫉

妒的员工会提升自我价值评价，认为自身相比于同事具有更强竞争优势（成翔和李方君，2023）［63］，

进而为了在激烈竞争中持续保持此类相对优势以赢得更加优渥的绩效表现，感到被嫉妒的员工往

往会选择减少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因为共享可能会让其他人胜过自己（Liu 等，2020）［60］。实际

上，Wang 等（2024）［13］研究也发现，被嫉妒的员工出于削弱他人绩效表现和维护自身个人利益的动

机，也会减少知识共享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被嫉妒感与知识共享行为负相关。

（3）被嫉妒感的中介作用。一方面，先前学者就提出，个体拥有丰富的价值资源多是引起同事

嫉妒的重要原因（Vecchio，2005）［54］，作为管理支持的优势领导更是成为组织员工争相渴望的价值

事件（van Woerkom 等，2024）［7］。当员工在工作中获得了高水平优势管理时，自身的优势能够得到

最大限度的发挥和运用（Ding 和 Yu，2022）［6］，并带来诸多正向效益（Wang 等，2023）［4］，故更容易引

起周围同事的不满或嫉妒，因为这意味着被照顾员工在多方面将会取得更大成功。而当员工感知

同事嫉妒时，他们会认为通过领导发掘出来的自我优势，包括一些技能和方法，是他人渴望和羡慕

的（Duffy 等，2012）［53］，因此，为了继续维持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感知被嫉妒的员工更可能减少知

识共享（Wang 等，2024）［13］。另一方面，从管理公正性来说，当同事看到身边的员工总是能获得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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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特殊照顾，几乎每次任务安排都能考虑其优势时（Ding 等，2024）［52］，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

公”，长此以往，同事不可避免地会对身边员工产生敌意，不满其总能拥有领导的偏爱（王琳琳等，

2021）［55］，进而使获得优势照顾的员工体验到愈发强烈的同事嫉妒。由此，他们会感知到身边的同

事对其充满了消极态度，从而在同事关系上做出低分评价（Tai 等，2012）［61］，最终选择减少和同事

的接触与社会交换（Ye 等，2021［58］；Deng 和 Wang，2023［62］），并形成高人际壁垒，不愿和同事分享自

己知识经验等。因此，结合假设 H4和假设 H5，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优势领导会增加员工的被嫉妒感，进而减少员工知识共享行为。

5.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调节作用

领导作为组织环境下的管理，其作用往往因情境差异而不同。也就是说，领导行为在表征组

织“软”管理的同时，领导效用也会受到组织“硬”制度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作为组织环境的

显著体现，是传递组织信号的“硬”制度，而被认为是调节领导作用的重要外部因素（Luu，2019）［23］。

与此同时，AET 理论也指出，员工对工作事件的情感反应会受到组织环境的调节，是一个综合作用

的过程（Volmer，2015［22］；Cheng 等，2023［34］）。其中，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被认为在高权力

距离国家尤为重要，其表征了组织以员工为核心和满足员工需要的治理理念（Shen 和 Zhu，
2011）［25］，已被证实会影响员工对外部环境的解释和评价，如塑造员工的心理安全评价与能力感知

等（Bashir 等，2024［64］；Lin 等，2020［24］），为员工感受差异提供了有效解释。鉴于此，根据 AET 理论，

本文也认为，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将会影响员工对优势领导事件的情感反应。

（1）正向调节优势领导与鼓舞感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具有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中，组织通过重视员工价值和维护员工利益等举措，能使员工感受到更多来自组织的关心

（Peng 等，2024［65］；马冰，2015［66］），增进积极情绪体验，这会和来自领导的优势支持产生正向交互

（Ding 和 Yu，2022）［6］，实现情绪递增效应，从而加大对优势领导的特别关注和意义建构，进一步促

使他们在工作中获得鼓舞与振奋。其次，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所传达的重视员工发展和

优势领导体现出的关心员工潜力具有异曲同工之处（Hu 和 Jiang，2018）［67］，两种不同来源资源的相

似性提供相互印证，使得员工更加选择相信领导的优势支持是真切关心下属发展（Ding 和 Yu，
2020）［29］，从而对优势领导给予更高的评价，并强化了源自优势管理的鼓舞感。并且，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与领导者管理目标的一致性也强化了员工对领导优势支持的理解，并增加了对领导的认可

（Kloutsiniotis 等，2022）［68］，从而更加关注优势管理的积极面和沉浸在优势发挥与运用的喜悦中，促

使员工内心获得更高水平的振奋（Ding 和 Yu，2022）［6］和激励体验。再者，从优势开展可行性方面

来看，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表征了组织对员工发展和价值的重视，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灵

活的工作计划（Shen 和 Zhu，2011）［25］，这为优势领导的落实和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支持，进而促使

员工更加相信领导对他（她）的优势管理具有可行性，故当获得领导的优势支持时，其内心更会充

满激励与兴奋。最后，从行为策略上看，如前文所言，在具有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的组织中，员工能真切感受到组织的关心，从而在面对优势领导的照顾时，他们可以放心地去接受

领导安排和自由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必担心违背组织规则，只要领导给予机会或者默许，员工在工

作中则更可能会大胆地展示自己的优势，由此，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活力与激情，感受到强大的鼓

舞力量（Ilies 等，2024）［18］。反之，在低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组织与领导管理信息

存在不一致，这种模糊性不仅增加了员工对获得领导优势支持后是否尽心使用优势的困惑，担心

违背组织规则；还容易导致员工对优势领导背后动机的怀疑（Wang 等，2023［4］；Luu，2019［23］），认为

其并不是真心关心员工发展。并且，即便是真切关注，缺乏组织制度或环境的支持，也容易降低员

工对领导优势支持可行性的信心，最终弱化优势领导对员工内心鼓舞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地，本

文认为，在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组织支持资源，促使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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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领导的可行性，并由此获得更高的鼓舞体验，进而对组织更加认可与热爱（Wang 和 Ding，
2024）［14］。加之，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构建了一种协作环境，有助于培育员工的忠

诚度和奉献精神（Ludwikowska，2021）［69］，最终强化了他们与同事分享知识的决心以实现自我和组

织共同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a：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正向调节优势领导与鼓舞感之间的关系。

H7b：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正向调节鼓舞感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之间的中介作用，

即当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越高，鼓舞感的中介作用越强。

（2）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负向调节作用。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组织能

为所有员工提供平等的机会来发展自己、表现优势价值且重视员工意义贡献，则可能减弱员工内

心“患不均”的消极体验，而提升自我平等感受，对此，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作为组织内的普适性制

度，可为所有员工提供平等的机会。与此同时，AET 理论提出，个体情感反应是外界环境综合作用

的结果，其他事件的干预会影响员工已有的情感反应轨迹（Cheng 等，2023）［34］，而被嫉妒感的产生

是由于其拥有了他人渴求但未得的资源支持（Duffy 等，2012［53］；Vecchio，2005［54］），如偏爱性的特殊

化照顾（Ng，2017）［12］。据此，本文认为，在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员工会感知到

来自组织内部资源的支持（Lin 等，2020［24］；马冰，2015［66］），当组织提供这些普适性的资源补充时，

个体资源缺失感减弱，员工之间的差异比较相对变得更加均衡，同事关系更为缓和（Greitemeyer 和
Sagioglou，2019）［21］。因而，本文进一步认为，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作为员工补充资源和减

小人际差异的另一重要途径（Pimenta 等，2024）［70］，会削弱员工的管理待遇或资源分配不公平感，强

化员工对自我和资源的掌控，从而对于获得了高水平领导优势支持员工来说，减少了他们在工作

中被同事嫉妒的感受。具体而言，在实施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组织中，组织为所有员

工提供了全面的发展和培训机会，这有助于员工获得平等通道提升自我和发展自己优势（Shen 和

Zhu，2011［25］；Kooij 等，2017［71］），进而，即使员工没有得到其主管领导充足的优势照顾，来自组织公

平且丰富的培训机会也有助于弥补领导的管理偏向，削弱他们内心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万金等，

2016）［72］，最终减少其对获得优势支持员工的嫉妒。并且，在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中，组织鼓励员工积极进行沟通，参与劳动条件的制定和保护员工权益，这为员工提出和满足自己

需求提供了渠道，建立了与组织信任的纽带（Lin 等，2020［24］；马冰，2015［66］），因此，即使那些没有获

得更多优势管理的员工，他们也可以通过制度渠道取得组织支持与关爱（Bashir 等，2024）［64］，减少

了组织中对领导优势支持的争夺，从而使获得优势管理的员工感受到更少的来自同事的嫉妒感

（Ye 等，2021）［58］。同时，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组织决策和管理，传递了

组织重视员工贡献和价值的信号（Hu 和 Jiang，2018）［67］，这种欣赏突破了自己领导单一评价来源，

而是从组织更为广泛的层面评价员工价值，使得员工获得了公平机会彰显自己的优势价值（Peng
等，2024）［65］，这有助于缩小员工之间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和降低敌意态度，进而减少了获得更多领

导优势欣赏员工的被同事嫉妒的情绪感受。最后，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灵活的工

作计划和任务安排，凸显了来自组织的关心（Shen 和 Zhu，2011［25］；Bashir 等，2024［64］）和为每一位员

工赋予的工作自主性，这既为那些获得低水平优势管理的员工提供了心理慰藉，也激发了他们发

挥自我优势的主动性，从而减少了对领导优势挖掘的依赖（van Woerkom 等，2024）［7］，缓和同事之间

的争斗。进一步地，在具有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下，一方面，来自组织的公平发展

和价值欣赏减弱了员工之间对优势领导的争夺，同事之间关系变的更为缓和，这对于获得了更多

领导优势支持的员工而言，减少了他们被同事嫉妒的感受，从而提升了他们愿意和同事共享知识

的动力；另一方面，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促进了组织协作精神（Ludwikowska，2021）［69］，这

有助于同事之间合作性目标的构建（Ye 等，2021）［58］，使团队成员更为在意整体效应而减弱了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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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偏颇性管理的关注，最终削弱优势领导下焦点员工的被嫉妒感，形成员工之间的团结关系，激发

相互知识共享。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a：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负向调节优势领导与被嫉妒感之间的关系。

H8b：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负向调节被嫉妒感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之间的中介作

用，即当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越高，被嫉妒感的中介作用越弱。

三、 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收集主要依托研究团队所在高校 MBA/EMBA/EDP 学员的关系网络填写，主要在四川

省和重庆市收集数据。具体而言，首先，向学员宣传本文研究框架，与对本研究感兴趣的学员与研

究团队进行联系。接着，在学员的协助下，研究团队与其所在单位负责人取得联系并进行沟通，说

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以及分享研究结果，征得同意后在其单位进行问卷收集或委托学员进行收

集。由于双向兴趣，在收集过程中获得了被调研组织的大力支持，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或主

管领导的协助下，获得了可调研人员的名单，包括姓名、年龄等信息，在所有候选人中随机选取了

356 个样本并同意参与调查，对其进行编码方便后续数据匹配，与被试取得联系并告知对方研究过

程和相关事项。为进一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文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采用时间滞后模式，共分为了三波次数据收集，每两个阶段时间间隔为两周，选择两周

的理由主要包括：一是从研究有效性而言，根据以往研究结果，两周时间优势领导已能对员工行为

或态度产生显著影响，比如促进优势使用与影响关系评价（Ding 等，2024［52］；Liu 等，2024［8］），同时，

Forest 等（2012）［73］在优势干预活动设计中让被试使用两周已识别的标签优势，然后让他们描述出

使用优势后的结果，从此研究设计中也可推测，领导促进员工优势使用后的两周时间，能在一定程

度上带来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况且，优势使用还可能每日都在进行（Moore 等，2024）［74］。关于

知识共享行为的诸多研究也发现，两周内员工具有很大概率表现出共享行为（Zhu 等，2024）［75］，甚

至有学者对知识共享还进行了日志研究（Li 等，2022）［76］。与此同时，中介变量如鼓舞感的产生和

影响也被证实间隔两周可产生相应效果（Hoever 等，2023）［49］，而与同事的相处，两周的接触足以表

现出人际交流、人际帮助等行为（Cheng 等，2023）［34］，其中获得的情绪体验更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Lin 等，2025）［20］。可见，两周间隔能够有效反映出员工随着时间延长而出现的感受和行为变化。

二是从数据可得性和理论建议而言，Podsakoff 等（2003）［77］在理论上建议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

合适的时间间隔是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重要方法，对此，学者在分析领导行为对员工知识共享的

影响时，也多是采用了两周的时间间隔来捕捉员工动态变化（Sun 等，2024）［78］。这样，两周间隔既

能有效降低同一环境或心理下对问卷填答质量的影响，也能保证数据较高的回收率，提升数据可

得性。三是从理论基础而言，总结以往应用 AET 理论来探讨领导作用的实证研究发现，诸多学者

认为，两周的时间间隔足以刻画出领导行为对员工情感反应的影响，并且，情感刺激下的行为轨迹

变化也可以在两周内具象化并聚焦于一定的外显方式上（吴松等，2023［32］；Fox 等，2023［79］），尤其是

有学者基于 AET 理论发现，情感事件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两周的时间间隔可有效描绘出员

工情感—行为变化（Ding 等，2024）［80］。基于上述三方面考量，本文最终选择两周的时间间隔。

其次，根据 Podsakoff等（2003）［77］的意见，本文采用了多来源数据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即自评

和他评相结合的配对方式。其中，预测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由于几乎都是员工自身的感知

和评价，因此，采用自评的方式更加能反映出个体的真实状况。对于结果变量知识共享，研究发

现，同事作为工作中接触频繁的对象，能够有效观测到相互之间的知识共享行为（Kim 和 Yun，
2015）［81］，业务交际和工作互动也更为常见，而且同事不太可能受到员工印象管理的影响，进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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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更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LePine 和 Van Dyne，1998）［82］，因此，不少研究为了进一步提升结论的

科学性，在对知识共享的分析中，使用同事测量的方式对员工共享行为做出评估（Li 等，2022）［76］。

鉴于此，本文中知识共享行为的测量也由随机选取的同事对被试进行打分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员工

主观偏差和社会称许性问题，提升数据科学性。具体操作如下：根据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的名单并

在领导的协助下，研究人员选取了被试的一名同事并与之取得联系，告知他/她研究方式并询问其

是否和被试存在接触或工作交流，如果同事回答否则重新随机选择。

再者，本研究隐藏了研究目的和所有变量的名称以减少对答卷者的心理暗示；强调研究的保

密性和仅用作学术研究，不关联任何考核等绩效评价，以及问卷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全程及全部人

员采用不记名方式进行回答，以减少答卷者的心理担忧和偏误倾向。比如，在同事填写知识共享

问卷时，不会留下填写者任何信息，也不会告诉被评价对象是谁对他/她进行打分。

最后，在问卷中设置了甄别题以检验答卷者填写认真与否，每次填写完问卷，答卷者将会获得

2 元红包，三次共计 6 元。同时，员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选择退出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一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员工填写优势领导和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问卷，并填写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任期）；第二阶段，员工评价鼓舞感和被嫉妒

感；第三阶段，同事对被试的知识共享进行评价。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员工担忧，三个阶段均发放 356
份问卷，第一阶段回收 316 份问卷，第二阶段回收 325 份问卷，第三阶段同事评估回收 289 份问卷。

将三个阶段问卷匹配，最终获得 275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中，男性员工 110人，占比 40%；平均年龄

35.41岁，25岁以下占比 1.8%，26~35岁占比 48.7%，36~45岁占比 45.1%，46岁以上占比 4.4%；初中及

以下学历占比 6.54%，高中学历占比 11.64%，专科学历占比 27.64%，本科学历占比 30.18%，硕士及以

上学历 24%；工作年限 4年及以下占比 24.7%，5~9年占比 38.2%，10~14年占比 28.7%，15年及以上占

比 8.4%。

2.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择的量表均来自成熟量表，通过多重翻译程序保证量表在中国情境下测量的有效

性。并且，为了检验调查问卷的可行性和答题者对问卷设置题目的理解程度，随机挑选部分被试

进行预测试，依据反馈意见完善问卷，继而形成最终问卷①，该部分被试不会再用于后续正式问卷

调查。所有量表采用五点 Likert量表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不确定”，

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1）优势领导。采用 Wang 等（2023）［4］开发的八题项量表，由员工对优势领导进行自评，比如

“我的领导帮助我发现我的优势”“我的领导给我机会做我擅长的事情”，Cronbach’s α=0.895。
（2）员工导向人力资源实践。采用 Shen 和 Zhu（2011）［25］开发的四题目量表，由员工对员工导

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进行自评，比如“我们公司为所有员工提供了充分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

会”，Cronbach’s α=0.845。
（3）鼓舞感。采用 Ilies 等（2024）［18］开发的四条目量表，由员工对鼓舞感进行自评，比如“我在

工作中备受鼓舞”，Cronbach’s α=0.855。
（4）被嫉妒感。采用 Vecchio（2005）［54］开发的三题项量表，由员工自评被嫉妒感，比如“我的一

些同事嫉妒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Cronbach’s α=0.854。
（5）知识共享。根据刘明霞和徐心吾（2019）［83］的测量经验，采用改编的 Lu 等（2006）［84］的六条

目量表测量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由随机选择的同事对被试进行打分，比如“在工作中，他/她会与其

他人分享有用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Cronbach’s α=0.888。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正文略去。详见本刊网站登载扩展资料中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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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刘明霞和徐心吾，2019）［83］，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对知识共享

产生影响，对此，本文控制了员工的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1.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使用 AMOS26.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相较于其他替代模型，五因子模型

拟合效果最佳：χ2/df =1.482，CFI=0.963，TLI=0.958，RMSEA=0.042，因此，核心变量区分效度良好。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五因子模型（SBL；INS；BE；KS；HRM）

四因子模型（SBL；INS+BE；KS；HRM）

三因子模型（SBL；INS+BE+HRM；KS）

二因子模型（SBL； INS+BE+HRM+KS）

单因子模型（SBL+INS+BE+HRM+KS）

χ2/df

1.482
3.165
4.114
5.677
8.400

CFI

0.963
0.832
0.756
0.631
0.414

TLI

0.958
0.813
0.731
0.596
0.361

RMSEA

0.042
0.089
0.107
0.131
0.164

SRMR

0.045
0.114
0.130
0.146
0.180

注：N=275；SBL 表示优势领导；KS 表示知识共享；INS 表示鼓舞感；BE 表示被嫉妒感；HRM 表示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表示两个变量之间合并。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一是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最大因子解

释总变异 28.10%，低于 40% 临界值，且未达到总变异的一半。二是将五个变量载荷到一个潜因子

（CMV）上，六因子模型拟合指标：χ2/df=1.487，CFI=0.963，TLI=0.958，RMSEA=0.042，SRMR=0.045，但
是，其并没有特别优于假设模型。具体来看，ΔCFI=0，ΔTLI=0，ΔRMSEA=0，所有差异均在建议的临

界值之下（Hu 等，2023）［85］，且 Δχ2（1）=0.001，p=0.975，表明两个模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

述，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

3.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示。优势领导与鼓舞感（r=0.431，p<0.01）、鼓舞感与知识共享（r=0.457，p<
0.01）、优势领导与被嫉妒感（r=0.373，p<0.01）显著正相关；被嫉妒感与知识共享显著负相关（r=
-0.276，p<0.01）。相关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后续假设。

表 2 相关性分析

1.年龄 T1
2.性别  T1
3.教育  T1
4.任期  T1

5.优势领导  T1
6.鼓舞感  T2
7.被嫉妒  T2

8.知识共享 T3
9.人力资源实践  T1

-0.114
-0.041
0.517**

0.044
0.127*

0.180**

-0.019
-0.026

0.018
-0.059
-0.133*

0.008
0.021

-0.012
-0.008

-0.294**

-0.025
-0.043
0.015

-0.110
-0.061

0.088
0.079
0.065
0.041
0.056

0.431**

0.373**

0.249**

0.028

0.000
0.457**

0.507**

-0.276**

-0.130* 0.305**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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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标准差

35.41
5.82

1.60
0.49

3.53
1.17

2.21
0.91

3.24
0.80

3.53
0.88

3.30
0.99

3.29
0.89

2.86
0.73

续表 2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注：N=275；年龄：年；性别：1=男，2=女；教育：1=初中及以下，2=高中，3=专科，4=本科，5=硕士及以上；T1=时间点 1，T2=时间点

2，T3=时间点 3；*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4.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 Mplus 8.3 软件构建路径分析，全模型检验优势领导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对员工知

识共享行为的“双刃剑”作用，包括鼓舞感的促进作用和被嫉妒感的阻碍作用，以及员工导向的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调节作用，由于路径分析方法进行整体检验这样能控制其他变量效应，因而结

论更为可靠，具体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优势领导对鼓舞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74，95% CI= 
［0.384，0.565］），假设 H1成立；鼓舞感对知识共享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β=0.461，95% CI= ［0.376，
0.547］），假设 H2成立；同时，如表 3 所示，鼓舞感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关系间发挥了中介作用（β=
0.218，95% CI= ［0.159，0.286］），假设 H3成立。与此同时，优势领导对被嫉妒感也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β=0.477，95% CI= ［0.343，0.614］），假设 H4成立；而被嫉妒感显著负向影响知识共享（β=-0.241，
95% CI= ［-0.309，-0.173］），假设 H5成立。并且如表 3 所示，被嫉妒感在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关系

间也发挥了中介作用（β=-0.115，95% CI= ［-0.162，-0.072］），假设 H6成立。

图 2　路径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3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

优势领导→鼓舞感→知识共享

优势领导→被嫉妒感→知识共享

效应值

0.218
-0.115

标准误

0.039
0.028

95% 置信区间

［0.159，0.286］
［-0.162，-0.07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本文根据路径分析结果进一步检验了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调节作用，如图 2 所示。

一方面，优势领导和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鼓舞感（β=0.272，p<
0.001），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越高，优势领导对鼓舞感的效应增强（simple slope 低=
0.275，p<0.01；simple slope 高=0.672，p<0.001；Δβ=0.397，p<0.001），假设 H7a成立，绘制调节效应图如

图 3 所示。另一方面，优势领导和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被嫉妒感

（β=-0.231，p<0.05），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越高，优势领导对被嫉妒感的效应减弱

199



彭息强，田喜洲　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simple slope 低=0.646，p<0.001；simple slope 高=0.309，p<0.05；Δβ=-0.337，p<0.05），假设 H8a成立，绘

制调节效应图如图 4 所示。

图 3　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优势领导与鼓舞感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4　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优势领导与被嫉妒感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结果也是由路径分析进行整体模型检验而来。如表 4 所示，

在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较低（均值减一个标准差）时，鼓舞感的中介效应为 0.127，
95% 置信区间为［0.063，0.205］，而在员工导向人力资源实践较高（均值加一个标准差）时，鼓舞

感的中介效应为 0.310，95% 置信区间为［0.234，0.388］；且其高 /低水平下中介效应差异为 0.183，
95% 置信区间为［0.106，0.257］，不含 0，说明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鼓舞感的中介效应

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 H7b 得证。此外，在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较低（均值减一个

标准差）时，被嫉妒感的中介效应为-0.156，95% 置信区间为［-0.211，-0.104］，而在员工导向的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较高（均值加一个标准差）时，被嫉妒感的中介效应为-0.074，95% 置信

区 间 为［-0.133，-0.023］；且 其 高 /低 水 平 下 中 介 效 应 差 异 为 0.082，95% 置 信 区 间 为［0.024，
0.143］，不含 0，说明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被嫉妒感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显著，假

设 H8b 得证。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鼓舞感

低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高低差值

0.127
0.310
0.183

0.043
0.047
0.046

［0.063，0.205］
［0.234，0.388］
［0.106，0.257］

中介变量 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效应值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200



2025 年   第  6 期

被嫉妒感

低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高水平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高低差值

-0.156
-0.074
0.082

0.032
0.034
0.036

［-0.211，-0.104］
［-0.133，-0.023］
［0.024，0.143］

续表 4
中介变量 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效应值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 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AET 理论，从个体和人际二元情感机制出发，检验了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

的“双刃剑”作用，率先关注到了优势领导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并突破了过往研究仅分析了优势领

导对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具体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个体情感路径上，优势领导会促进员工

优势使用，激发其在工作中的鼓舞体验，进而促使员工表现出更多知识共享行为。（2）在人际情感

路径上，获得高水平优势管理的员工表征了自己在组织中拥有了更多支持资源，这往往会引发同

事对其嫉妒，使其感受到强烈的被嫉妒感，继而同事关系受阻，减少知识共享行为。（3）员工导向的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不仅正向调节优势领导与鼓舞感的关系，而且负向调节优势领导与被嫉妒感的

关系。同时，调节了优势领导通过鼓舞感、被嫉妒感的双中介模型。

2.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构建了优势领导“双刃剑”效应的整合性理论模型，有助于全面均衡地分析优势领

导与员工知识共享之间复杂关系，率先揭示了优势领导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并丰富优势领导作用机

制探究视角。整理优势领导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一方面主要关注了其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如

优势使用（van Woerkom 等，2024）［7］、工作重塑（Wang 等，2024）［5］等，而相对忽视了对人际行为的作

用。实际上，领导行为作为组织中人际交往重要环节，员工、领导和同事之间构成了相互交融的关

系，领导行事不可避免地会对员工及其同事相处产生重要作用（贾建锋等，2024［30］；Huai 等，

2024［31］），故这一忽视无疑限制了对优势领导的全面性理解。并且，已有研究主要从认知或者行为

层面分析了优势领导的作用机制，如优势使用（van Woerkom 等，2024）［7］、组织认同（Wang 和 Ding，
2024）［14］等。但是，领导行为作为组织中非常重要的情感事件，会对员工情感反应产生至关重要的

影响（Bader 等，2023）［16］，如领导拒谏后将导致下属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吴松等，2023）［32］，情感的关

键作用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其在优势领导效用中的解释意义。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几乎都只是看到

了优势领导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而弱化了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但在现实工作中，人际交互往

往是一个复杂且多面的过程（Lin 等，2025）［20］，例如，工作中获得更多领导授权虽然会在一定程度

上吸引同事的敬佩，但同时也会导致同事的嫉妒而遭受职场排斥（贾建锋等，2024）［30］，由此，也足

以见得，获得了领导积极支持也可能对被关注员工产生负面效应。其中，知识共享作为一种典型

人际行为，有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从领导—成员互动的角度探究了优势领导对知识共享的积

极作用（Liu 等，2024）［8］，但这忽视了知识共享本身所涵盖的同事交互在其中的解释力。也就是说，

知识共享大多发生在同事之间，因而同事之间相处体验或将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发生（Wang 等，

2024）［13］。鉴于以上研究空白，基于 AET 理论，本研究抓住情感体验这一关键特征，构建了一个“双

刃剑”效应模型，从个体和人际二元视角出发，将个体情感和人际情感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揭

开了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复杂关系的“黑箱”，发现优势领导既会通过鼓舞员工激发其知识共享，

也会导致其遭受到更多的同事嫉妒进而减少共享行为。由此，反映了获得更多领导优势支持的个

体面对知识共享的双重情绪，拓展了以往研究所证实的优势领导仅会促进员工知识共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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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等，2024［8］；Matsuo，2024［9］）。由此可知，通过深入剖析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关系，本文既率先

关注到了优势领导存在的潜在负面影响，将对个体行为拓展至对人际行为影响分析，也从情感视

角丰富了优势领导作用机制的理论解释，并回应了学者提出的注意考察积极领导方式的阴暗面

（王震等，2019）［86］。在此过程中，还响应了尹奎等（2024）［10］关于继续探讨领导方式对知识共享影

响的呼吁。

第二，对被嫉妒感和鼓舞感中介作用的探讨也有助于为两者构建更为完善的研究网络。总结

以往关于被嫉妒感和鼓舞感的研究，发现两者仍存在较大完善空间：一是对被嫉妒感而言，首先是

前因研究方面，根据定义，被嫉妒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一定环境下，并处于社会比较之中

（Parrott，2017［87］；Mosquera 等，2010［57］）。也就是说，当个体拥有他人渴望且难以获得的内容时，个

体的被嫉妒感才更有可能被激发（Mosquera 等，2010）［57］，但是，现有研究多将重点放在了对被嫉妒

感的结果探讨，却相对忽视了其前因分析，尤其是缺少对组织情境因素的研究（刘得格等，

2019）［88］。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关注到了情境因素如员工获得了组织个性化协议会导致他们感受到

来自同事的嫉妒（Ng，2017）［12］。除此之外，鲜有研究直接关注到情境因素对被嫉妒感的影响（刘得

格等，2019）［88］，而是主要分析了特质等个体要素的影响作用，如主动性人格和自恋。对此，领导作

为组织中的重要情境，先前 Parrott （2017）［87］就认为，工作场所中某些个体会因为获得较好的领导

关系等而更容易成为他人嫉妒的对象，但领导行为是否会对员工被嫉妒感产生影响尚缺乏更多的

实证研究证明。其次是被嫉妒感作用结果方面，目前关于被嫉妒感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仍存在

较大争议，Wang 等（2024）［13］发现两者存在负向关系，而 David 和 Shih（2024）［89］却认为两者是正向

作用关系。可见，关于两者关系的本质仍需进一步探讨。总体来说，过往大多数研究将精力放在

了对嫉妒的研究上，较少对被嫉妒进行区别探讨（刘得格等，2019［88］；van de Ven 等，2010［90］），导致

什么因素会影响被嫉妒者的反应以及感受到被嫉妒后的结果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刘得格等，

2019）［88］。二是对鼓舞感而言，正如学者认为的，鼓舞感的产生几乎不能凭空产生，需要在一定情

境或条件下才能被显性激发（Lin 等，2025）［20］，对此，有研究发现，领导行为是员工在工作中获得鼓

舞感的重要来源，是值得继续研究的方向（Liu 等，2024）［38］。同时，关于鼓舞感的影响结果鲜有研

究关注到其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作用。鉴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通过探讨被嫉妒感和鼓舞感的

中介作用，一方面，从组织情境因素出发，拓展了被嫉妒感的前因研究，并采用知识共享同事评价

的方式为被嫉妒感与知识共享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回应了刘得格等（2019）［88］提出的关于

继续加强被嫉妒感在组织中的前因后果研究呼吁；另一方面，本文为鼓舞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前

因和结果探讨，再次证实了领导是影响员工鼓舞体验重要来源的观点。最终，本文进一步完善了

被嫉妒感和鼓舞感两者研究网络并丰富了知识共享前因探讨。

第三，拓展了优势领导边界条件分析。明晰优势领导对员工产生收益和减少代价的情境因

素，并丰富了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 AET 理论研究内容。首先，就优势领导边界条件

而言，以往研究对优势领导边界条件的探讨多是集中在工作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如工作自主

权（Ding 和 Yu，2022）［6］和情绪耗竭（Ding 等，2024）［52］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势领导作为工作

管理中的“软”层面，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被认为是显著影响领导作用的边界（Luu，2019）［23］，

但现有研究却严重忽视了优势领导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交互作用。其次，以往关于员工导向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社会交换理论、信号理论等视角，探索了员工导向的人力

资源管理实践的作用效果（Hu 和 Jiang，2018）［67］，但是，这些理论视角尚未较全面地结合情感维

度，分析其催化或抑制效应。鉴于此，本文以激励叠加和资源补充为切入点，考察员工导向的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调节作用，发现其不仅能削弱优势领导为员工带来的被嫉妒感，还能强化员

工内心的鼓舞体验，该视角不仅扩充了以往优势领导的边界情境，对如何发挥优势领导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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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避免其负面效应提供关键理论参考。并且，通过考察与优势领导的交互作用，也为拓展员

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的综合情绪反应做出了重要贡献。还从工作环境角度强调

了事件到员工情感反应之间的外在调节因素（Volmer，2015）［22］，回应了段锦云等（2011）［36］提出

的除了研究个体特征外，关注其他因素在事件—情感链条中调节作用的呼吁，进而有效补充了

AET 理论研究内容。

3.实践启示

首先，充分发挥优势领导的积极作用。领导应当主动帮助员工去发现、运用和发展其优势

（Ding 等，2024）［52］，比如，为下属提供工作轮换的计划和优势发现工具（田喜洲和刘美玲，2017）［1］，

这样，可以较为快速且准确地发现员工潜力，并在此基础上提供锻炼的机会以检验优势所在，并且

继续培育优势的成长以做到紧跟组织和单位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也需要关注员工心态，当出

现优势发掘不明显或优势运用不顺畅的情况时，需要及时与员工进行沟通，以避免出现失落或自

卑的状况。由此，通过对优势领导的合理应用，尽可能地激发下属鼓舞感，为促使其表现出更多积

极行为提供必要的心理动力。

其次，需要认识到优势领导潜在的副作用以做到及时规避。本文发现，那些获得了更多优势

支持的员工可能会遭受到组织内其他员工的嫉妒，进而减少了他们的知识共享行为，表明领导在

对员工进行优势管理时，应努力做到公正。一方面，优势管理不应该只是针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类

员工，而是尽量做到对下属公正管理，帮助所有一并发现和运用各自的优势（Wang 等，2023）［4］；另

一方面，在根据优势进行工作调整时，尽量做到不干涉他人原有工作内容，除非原有工作也不适合

员工优势。只有做到了公正的管理，才能将整体效应发挥到最大化。此外，在管理过程中，还应该

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强调员工之间的互帮互助，设置更多的合作性目标任务，减少同事

之间的相互嫉妒（Ye 等，2021）［58］。

最后，充分落实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作用。员工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既能

强化优势领导正向作用，还能弱化其负面效应，是优势领导的重要辅助工具。在工作中，组织应

当给予领导足够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支持，在制度上做到为所有员工提供平等的培训和发展机

会，鼓励员工参与到公司劳动条件的制定中（Shen 和 Zhu，2011）［25］，这不仅有利于员工感受到组

织的真诚和优势领导的真实性，提升下属对组织和工作的认可，强化他们的鼓舞和振奋体验；还

有助于使所有员工都能享有公正的机会来提升自我和发掘自己优势所在，由此弱化同事之间因

争夺优势支持资源而导致的敌意关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组织还应该为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

设计原则，这在助力员工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同时，也能为员工自主设计工作以匹配自身优势

提供外部条件。

4.研究展望

不可忽视的是，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是虽然本文采用多数据来源的三波次收集方式以降

低共同方法偏差，并且也通过了数据质量检验，提升了结论的可靠性，但是，本文得出的结论较难

推导出因果关系，未来可进一步采用实验研究来验证本文结论以提升科学性。二是本文主要探讨

了优势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优势领导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概念，未来可继续探讨其

对其他主动行为的作用，比如来自领导的优势支持有助于员工在工作中更为得心应手，提升自己

对工作和组织的认同（Wang 和 Ding，2024）［14］，进而更加可能促进他们在工作中主动担责和变革（Li
等，2016）［91］。三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情感机制，未来可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同时探讨情

感和认知机制在解释优势领导与知识共享关系中的作用。比如，优势的发挥可以促进员工对工作

的热爱，提升他们对未来的积极看法和憧憬，形成高水平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进而愿意共享知识以

换取同事支持或促进自我未来进一步发展。最后，本文考察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调节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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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组织环境的另一重要组成，组织氛围的调节作用可在未来的研究中去验证，比如，在具有高竞

争氛围的环境中，员工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明显，因此，在高水平竞争氛围的组织中，优势领导的作

用会不会得到进一步放大也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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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Edged Effect of Strengths-Based Leadership on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Based on the Personal-Interpersonal Dual 

Affec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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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engths-based leadership （SBL） refers to help employees to identify，utilize and develop their strengths，which 
is rooted i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assumes that every employee has their own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signature strengths.
Till on now，existing body of strengths-based leadership （SBL） literatures consistently report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SBL and various favorable outcomes within different contexts，such as enhancing work engagement and stimulation of 
innovative behavior.However，every coin has two sides，SBL as a thriving field，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its 
potential adverse aspect，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SBL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is always positive？  To address 
previous gap and answer above question，a moderated dual mediating model based on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was 
constructed. This model considers inspiration and feeling of being envied as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employee-oriente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with the aim of uncover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double-edged effect of SBL on knowledge sharing.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we designed a three-wave data collection design，with the help from MBA/EMBA/EDP 
students.At Time 1，we measured SBL，employee-oriente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nd control variables.Two weeks later，
at Time 2，we measured inspiration and feeling of being envied. After another two weeks，we measured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at Time 3.After three stages of longitudinal data matching，we ended up with 275 valid samples.

Through three-wave data analysis using Mplus 8.3，we foun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results：SBL have a double-edged 
influence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through dual mediating pathways：a promotive pathway and a hindering 
pathway. That is，（1） SBL not only enhanced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promotive pathway） by increasing one’s 
inspiration，（2） but also reduced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hindering pathway） by promoting employees’ feeling of 
being envied，（3） employee-oriente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BL and 
inspiration，and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BL and feeling of being envied，（4） employee-oriente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lso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BL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through 
inspiration on the personal emotion pathway，and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BL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through feeling of being envied on the interpersonal emotion pathway.

To summarize，the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e：firstly，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only focus on the positive side 
of SBL，but less on the possible dark side.To fill this gap，based on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we confirmed that SBL does 
not onl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sharing，but also has a potentially negative impact. Thereby，this study 
increas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SBL，and takes the lead in focusing on its possible negative side；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SBL with from the previous focus on intra-individual behavior to interpersonal behavior.
Secondly，emotion as an important path to transfer leader’s effective，but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BL. In view of this，based on affective events theory，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ouble-edged impact of SBL on employees’ knowledge sh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al emotion （inspiration）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 （feeling of being envied），which not only explain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BL and 
knowledge sharing，but also enriche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BL by deeply dissecting the role of emotion. Finally，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ob characteristics or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on the SBL，we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loyee-oriente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s a “hard” system on the “soft” management 
of the SBL.Thus，our study not only expands the analysis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SBL，but also clarifies the boundary 
under which SBL can exert positive effects and reduce negative effects，which further enhanc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strengths-based leadership；knowledge sharing；personal emotion；employee-orient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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